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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

张五常

很多人认为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究竟是不是，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关于这个

新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它怎么来，又怎么发展下去，我是唯一知道的，没有别人知道。机缘巧

合，世上大概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在这方面我可以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新制度经济学

的所有重要人物我都认识。他们开始从事这门学问的时候，我正身在其中。比如说科斯（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ｓｅ，１９１０—２０１３）是我的好朋友，阿尔钦（ＡｒｍｅｎＡｌｃｈｉａｎ，１９１４—２０１３）是我的老师，戴姆塞茨

（ＨａｒｏｌｄＤｅｍｓｅｔｚ，１９３０—　）也是朋友，我做学生时曾经给他批改过试卷。这三个人我都知根知

底。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远比我了解他们的要少。阿尔钦的思想怎么样，科斯不是很清楚，戴姆

塞茨也不是很清楚。只有我一个夹在中间，任何一方的学问都很清楚。

我１９５９年进ＵＣＬＡ读本科，１９６１年毕业，１９６２年拿硕士学位。所有课程念完考完以后，我没

有马上考博士生，因为我要等阿尔钦回来。阿尔钦当时在斯坦福做了两年访问学者。我等他回

来，先听完他的课，才参加博士资格考试，那个时候是随时可以考博士试的。当时，阿尔钦的名气

已经很大。在价格理论方面，他独运匠心，连萨缪尔森也佩服他。所以，我要等他回来，学他的价

格理论。我这个决定是好的，对我的影响很大。没有阿尔钦，就没有我张五常。所以从１９６２年到

１９６５年，我主要跟着阿尔钦，多次听他的课。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我在他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

在此期间，赫舒拉发（ＪａｃｋＨｉ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１９２５—２００５）也是我的老师。欧文·费雪（ＩｒｖｉｎｇＦｉｓｈｅｒ）的

资本理论，就是赫师教我的。

阿尔钦反对我在写博士论文时选择产权，也反对我选择交易费用，因为这些话题太复杂，不适

合选作博士论文。所以我当年写佃农理论，阿尔钦是不支持的。他不支持的理由很简单，他说这

个太深了。他说产权和交易费用太深奥了，做学生的不应该尝试。他建议，“斯蒂文，你先念完博

士再说吧”。但是，我一向倔强，自己认准的事，没有人能改变我。我没有听他的。

后来，我写的那个博士论文草案初稿，只有薄薄的１１页纸。所有的人都说我错了。那应该是

１９６６年初，大家开会，讨论我的论文草案。因为我那个时候算是一个有名气的学生，下午５点钟开

始讨论，有几十人在座，包括其他研究生，教授也有近二十个，阿尔钦也赫然在座。全部人都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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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讨论会从头到尾，大家都说我错。大家一直辩论到晚上１０点钟。这时，阿尔钦起来走了，一

言不发，赫舒拉发也跟着离开。讨论结束后，我踱步到了咖啡厅，吃汉堡包，权且当作晚餐。我很

不开心。平时，我写的很多论文每个老师都喜欢，夸奖我写得好，而我自己并不特别满意。现在，

我找到佃农理论这个题目做博士论文，我自己很喜欢，而写出来的结果大家都说我错。设身处地

地想一想，我是不是很失望？我在吃汉堡包的地方，忍不住打电话给赫舒拉发，当时已经是晚上１１

点钟。我说：“教授啊，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才写了这１１页纸。现在又要重新找个题目，对不对？”赫

师却说：“你在说什么呀？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从没见过一个学生的论文能够这么好！”

这就是佃农理论的开始。

隔了两天，阿尔钦打电话给我，而我那时在美国长堤（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ｏｎｇ

Ｂｅａｃｈ）教书。阿师说：“我能不能把你那１１页纸的论文草案在班上让同学们讨论？”我说：“当然欢

迎了。”那时候，阿师开了一个研讨班（ｓｅｍｉｎａｒ）。每隔三两天，就有同学打电话给我，说大家找不到

错处。一个月以后，阿尔钦说：“你可以开始动笔写了。”考虑到我还有教学的负担，阿师还说：“你

准备两年时间写吧。”我回他：“一年可不可以？”他说：“一年当然不行，至少两年。”结果呢，我８个

月就写完了。

这时，幸运之门再一次向我打开。麻省理工有一位叫做多玛（ＥｖｓｅｙＤｏｍａｒ，１９１４—１９９７）的教

授，赫赫有名的哈罗德 多马模型（ＨａｒｒｏｄＤｏｍａｒＭｏｄｅｌ）提出者之一。当时多玛在位于洛杉矶的

兰特公司（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访问。他虽然名气很大，我却不认得他。突然有一天，他寄了一张请

帖给我，邀请我参加他家里举办的圣诞晚会。他当时可是大名家，我是无名小卒，又不认得他。不

过，我也坦然地按时赴会了。到他家之后，发现其他被邀人员都是兰特公司的高级研究人员和大

学教授，而这些人我都不认识。突然之间，多玛嚷起来了。他大声说：“斯蒂文，斯蒂文在哪里？”我

当时一个人在一旁喝酒，马上回答他：“我在这儿。”他立即把我带到厨房，远离他人，然后，对我说：

“赫舒拉发把你论文的一章给我看，并说你在长堤教书。拜读大作之后，我知道在长堤教书太委屈

你了。你要不要来麻省理工？”我当然说：“那好啊，荣幸之至。”两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他的一封信。

信里说麻省理工大学暂时没有位子。不过，多玛又说，我把你那一章，寄给了芝加哥的盖尔·约翰

逊（Ｇａｌｅ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１６—２００３，约翰逊后来是林毅夫的老师）。芝加哥有一个很有名的博士后奖

金，阿罗（ＫｅｎｎｅｔｈＪｏｓｅｐｈＡｒｒｏｗ，１９２１—　）、蒙代尔（ＲｏｂｅｒｔＭｕｎｄｅｌｌ，１９３２—　）都曾经是此博士

后奖金的获得者。多玛建议我去申请这个很高荣誉的奖学金，并说他已经推荐我了。可是多玛不

知，我那只不过是一章而已，而且在那一章我很不客气地把约翰逊骂得一塌糊涂。约翰逊也曾做

过佃农理论，而我说他全错。我怎么敢申请他的奖学金呢？因此，虽然多玛情真意切，我也没有申

请。又过了一段时日，赫舒拉发也催我，并说，“你快点申请，他们在等你的申请”。那我就不好意

思不申请了。我很快写了一封信给芝加哥大学，一页纸，两行字，说我要申请博士后奖学金。没想

到，信寄出去，很快就收到他们的电报，说那个博士后奖学金给我了。可是，他们不知，那时我的博

士论文只写了一章而已。没有博士，怎么做博士后呢？大家或许不知道，那时候的博士后和现在

的博士后不一样的。当时，教授的职务还好找，而博士后很少。因而，做教授容易，做博士后难。

这和现在正好相反。现在是找不到工作才做博士后。而那个时候博士后是很高的荣誉。我于是

打电话给芝加哥大学，告诉他们我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可不可以延迟一年？

阿诺德·哈伯格（ＡｒｎｏｌｄＨａｒ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２４—　）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主任。他说，我

们芝加哥大学从来不管你是不是博士。那我怎么办呢？我一方面当然希望去芝加哥，那可是经济

学的少林寺。但是，没有博士学位，怎么去做博士后呢？别无选择，六个星期以后，我把博士论文

写好了。我的博士论文就是这样前前后后用了八个月时间，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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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结构，或者是合约经济学，是从佃农理论走出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林林总总，其中合约一

块儿，来自我的贡献。其他方面，比如交易费用和产权是科斯的贡献。当然，阿尔钦对产权的贡献

也很大，而且比科斯早。科斯也是从合约来看企业，但推出合约经济学，确是我的功劳。自从我撞

上佃农理论这个话题，我就没有离开过做合约，来来去去都是合约。这么多年下来，看问题从合约

出发，是我的独门法宝。芝加哥大学对我的影响，一生感激不尽。他们那些学者的风范，我真的望

尘莫及。约翰逊写过佃农理论，而我论文里面毫不客气，批评他错了。我后来得知，甄选博士后奖

学金获得者，他是其中的委员之一。哈伯格后来告诉我，约翰逊看到我那一章后，就马上让他通知

其他委员，不要再考虑其他的申请者，非斯蒂文不给。即使斯蒂文不来，也不给任何其他人。约翰

逊就是在等我那封申请信。这种胸襟，这种不遗余力提携后学的精神，真的很难得！我毫不留情

地批评约翰逊，而他指定要把奖学金给我。我欠约翰逊一份情！大家要知道，我当时可只是个还

没出道的小毛头，他是大名鼎鼎的教授，而且当时还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我毫不留

情地批评他，他毫无芥蒂。坦率地说，我没有他这样的胸怀。

到芝加哥后不久，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希望出版我的佃农理论而且几番催稿。那个时候芝加哥

大学出版社是学术界最有名气的出版社。可是，我在芝加哥大学亚洲图书馆，发现不少中国的农

业资料。而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不知道这些中国农业资料。现在资料在手，我该怎么处理呢？

是马上答应芝加哥出版社，让他们发表我的博士论文，还是再花时间，分析新的资料呢？就这个问

题，我又求教约翰逊。他没有马上答复我，说：“让我想两天。”两天之后，约翰逊亲自到我的办公

室。大名鼎鼎的院长来看我这籍籍无名的博士后。他对我说：“你的问题我想清楚了。通常来说，

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肯定你的论文，你应该马上让它出版。但你的情况不同———你的这个佃农理

论可能会成为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这样的殊荣很少眷顾学者。你现在有机会搏一把。你还是多

花点儿时间，精益求精。”约翰逊言之有理，我接受了他的意见。

我当时住在芝加哥大学一个叫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ｏｕｓｅ的地方，是很简陋的国际学生宿舍。我脑

子里整天想的是佃农理论，而手里拿着的是真实的固定租金合约和佃农合约。这些合约都是我在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找到的。这是多难得的机会！那些合约，真的很难想象，来自南京大学的学者

们。他们调查中国的农民，找到一些不同的农民使用的合约，收集在书里面。佃农合约是怎么样

的，固定租金又是什么样的合约。这些合约都很简单，不像现在的合约动辄上百页。我就把它们

都复印了，躲在国际学生宿舍里面，天天晚上就对着那几张纸，沉醉其中。

一个业主，可以自己耕地，可以请劳动力来帮他耕，可以租给别人。把地租出去，可以有固定

租金，又可以分成。他如何选择呢？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很有趣。我对着这几张纸，在冰天雪

地的芝加哥，天天晚上看着这些合约，不断地思考。夜以继日，日复一日，考虑这些合约的选择。

为什么这里选分层合约，那里又选固定租金，而那里又选雇工？

从一个角度来看，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在我，至少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约

理论，可以这么说，就是从那几张纸慢慢走出来的。我也可以这么说，我当时给出的解释和答

案，基本上都是错的。但是，这个思考过程，从合约角度考虑这些问题，对我的影响很大。另一

方面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不容小看。博弈理论的不少内容也可以在那几页纸里找到源头，包

括卸责、偷懒、机会主义等。阿尔钦和戴姆塞茨写卸责的那篇ＡＥＲ文章，大名鼎鼎，影响深远；

其源头是在我那篇文章里。乔治·斯蒂格勒（Ｇｅｏｒｇｅ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１１—１９９１），１９８２年获得诺贝尔

奖，曾经要把我那篇文章的一个注脚，用方程式写出来。所以说，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张纸。遗憾

的是，这些考虑是错的。我后来跳出了卸责这个陷阱，另谋他途。但是那个不良影响继续发酵，

挥之不去。卸责、偷懒、风险规避等都是从那儿来的，影响了众多学者，包括数位诺贝尔奖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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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我不喜欢风险规避，不喜欢卸责。我不是说人不会卸责，不会偷懒。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他

们是在偷懒或者卸责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也不是说那些人不会规避风险。但是我怎么知

道他会呢？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风险。我们经常说预期有什么方差，但方差是风险吗？卸责，后

来阿尔钦他们每个人都用卸责来大做文章。第一个用卸责（ｓｈｉｒｋｉｎｇ）这个词是我１９６９年发表的

那个文章，也就是佃农理论的第四章。奥利弗· 威廉姆森（Ｏｌｉｖ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３２—　）说的机

会主义，也是从卸责那边生发出来的。后来我弃而不用，因为我改变了思考的方法。但是卸责

这个词就是那时候开始的。

现在回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到底哪些是我的贡献？我前面交代过，合约理论主要是我的。

你也可以说卸责、机会主义也是我的。但我会说，这些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卸责、机会主义等

无从验证，连看都看不见。我一直坚持的原则是，看不到的东西用得越少越好。你要验证，假如甲

出现，会导致乙出现，假如说没有乙呢，就不应该有甲。问题的前提是甲和乙都要能够看得到。你

说要下雨，天上有云，云是看得见的，雨也是看得见的。你说那些意图，是很麻烦的。如果经济学

的推理建立在不可观察的概念上，这是很大的问题。现在，整个经济学都往那个方向发展了。博

弈论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曾经红过一阵，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已经没落了。后来１９６９年我写那篇文

章，解释卸责问题，也是机会主义问题，引起博弈论卷土重来。阿尔钦和戴姆塞茨以卸责为主题的

１９７２年ＡＥＲ那篇文章非常红，是《美国经济学报》历史上最红的文章。在写作过程中，他们的稿子

都给我看了。每一次改稿，都寄给我批评。但是没办法，他们用规避（ｓｈｉｒｋｉｎｇ）、偷懒卸责来解释

企业，我不同意。你怎么知道我偷懒。两个人抬着石头下山，我把重量推到你那边，你又推到我这

边。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卸责无从观察。现在流行的经济学里面有太多看不见的东西。你要

验证假设，假设一定要建立在能看得见的东西之上。云是云，雨是雨，大家都能看得见。意图是看

不见的，怎么说人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意图？被这些看不清的东西搞来搞去，我对传统经济学很不

开心。加里·贝克尔（Ｇａｒｙ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３０—２０１４）名气很大，他用功用主义，国内叫效用，或者功用

（ｕｔｉｌｉｔｙ）。我从来不用它。争取效用极大化，我怎么知道？因为没有效用这种东西。需求定律是

很重要的。一条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它就是说，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价格下降，是看得见

的，真有其事。但是需求量在现实世界不存在，是虚构的。但是，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核心。我的

经济学中，只有需求量我是看不见的。因为这个看不见的需求量，我曾经很多夜彻夜难眠。一方

面，没有需求定律，就没有了经济学。另一方面，需求量没有真实存在，我们看到的是成交量。成

交量不是需求量，需求量是需求的意图。但我又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意图呢？就是这个纠结，我不

知道多少个晚上睡不着觉。最后，我终于想到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参见《经

济解释》。经济学的发展不能依靠这些看不见、无法观察的术语，譬如机会主义、勒索、恐吓、卸责、

偷懒等。博弈论里面也充满了这些术语。譬如，均衡到底有多少种？物理学说均衡，把乒乓球往

地上一扔，滚到一个地方停了，这就是均衡，是真有其事。月亮绕着太阳怎么转，它也有均衡，有轨

道。这些都是事实。但是经济学的均衡不是事实。你说需求等于供应，但是需求量和供应量无从

观察。这怎么会是事实？世界上其实没有均衡这东西。你往窗外看看，哪里有均衡？我当年———

应该是１９６７年———刚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名气很大，有很多明星学生，我是ＵＣＬＡ的明星

学生，怎么敢和芝加哥大学相比呢？我到芝加哥大学时，已经写好了佃农理论。因此很多老师对

我比较客气。去了没多久，有一位明星学生讲他的博士论文。身为从外校去的博士后，我要看看

这些明星学生到底多厉害。大概有四十个人参加这个明星学生的报告会，其中有十几位教授，和

其他博士生。这位学生开始说他的博士论文如何如何。他先说这个世界上有市场和需求，特别是

外汇市场和对外汇的需求，然后，市场很快就可以找到均衡点。接着，他开始讲数据分析，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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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前说的理论观点。那些数据，回归分析，满场飞。我听了一半就打断他的滔滔大论。我说我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接着解释，经济里根本没有均衡这回事，物理学才有均衡。往窗外一看，哪

里有什么均衡？或许你们芝加哥大学很厉害，火眼金睛，能看见均衡。其中有一位日本经济学家，

阿罗的学生，宇泽弘文（ＨｉｒｏｆｕｍｉＵｚａｗａ，１９２８—２０１４），在业界很出名的，应该去年刚在日本去世，

他看到我发脾气，马上解围说：“斯蒂文，你说的是对的。均衡存在于数学方程式里。大讲均衡不

是经济学，而是搞数学。”

我上面讲了很多我对经济学不满的原因。科斯在去世前跟我的一个朋友本杰明·克莱因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Ｋｌｅｉｎ）过不去。科斯接连写了两篇关于ｆｉｓｈｅｒｂｏｄｙ的文章，批评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

尔钦１９７８年的文章。克莱因他们那篇文章刚发表的时候，我很不满意，拍着桌子骂那篇文章。科

斯当年劝我，叫我客气点。因为克莱因在文章中大讲勒索。我批评他们说，你怎么知道勒索？你

看得见勒索吗？你怎么验证？这么多年过去以后，科斯自己又揪住克莱因不放手。为什么呢？因

为经济学家一般对解释世事没有兴趣。新制度经济学在它诞生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当时的新

制度经济学是以解释经济现象为己任的。

新制度经济学出现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具体来说，１９６１年的两篇文章和１９６２年的另一篇文

章共同拉开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序幕。１９６１年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它名义

上是１９６０年发表的，其实１９６１年才出版，迟了大半年。第二篇是斯蒂格勒讲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的

那篇。两篇文章一起发表，都很重要，而且相得益彰。第三篇是１９６２年阿罗讲专利收费困难的文

章。三篇文章其实都是从不同角度讲交易费用。而这三篇文章的作者后来都因此拿了诺贝尔奖。

这三位经济学家都大名鼎鼎，红极一时。他们三个不谋而合，几乎在同一个时期，看到了交易费用

的重要性。他们综合起来影响力巨大，可以说得上空前绝后。新制度经济学就这样风风火火地搞

起来了。

现在我们来看这三篇文章，它们都有错误。文章是不是有错误，其实不那么重要。判断文章，

要看它的影响力，看它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我为什么说这三篇文章都错了？

首先，阿罗错在什么地方？阿罗说，发明的思想是共用品，收不到钱。所以必须政府出钱去资

助发明人。阿罗错在他缺乏对发明专利的第一手调查资料。有些思想收不到钱，但有些思想却可

以收到钱。阿罗没有做这方面的经验研究。阿罗后来自己也承认了这方面的不足。斯蒂格勒是

我的好朋友。我在芝加哥的两年里，他对我很好，我很感激他。但斯蒂格勒那篇关于信息费用的

文章，逻辑上有错。他说因为同样的物品，而市价不同，所以大家就去寻价到处讲价，市场里同样

的物品的确有价格分歧。他错在哪里呢？市价有差别，不错。但这个差别是大家搜寻价格的结

果，不是搜寻的原因。他因果倒置，所以错了。在他们三个人中，科斯错得最厉害。他在《社会成

本问题》中说，假如清楚地界定了权利，而又假如交易费用是零，市场就会有效地处理外部性问题，

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是大名鼎鼎的科斯定律。科斯错在什么地方呢？科斯说，如果交易费用为

零，市场如何如何。但是，如果交易费用真是零，根本不会有市场存在。科斯后来也同意这一点。

大家要注意，你不能因为找到人家文章的错，就说文章不伟大。你也不要看到文章对，就认为

作者伟大。对不对毫不重要。文章可以有错，但同时也可以产生很大的震撼。科斯的错处，我寻

寻觅觅很多年。苦思冥想为什么会有市场？市场到底做什么？如此二十多年，我才想到答案。为

什么会有市场呢？因为只要交易费用是零，我们就不需要有市场。市场存在，就是因为交易费用

不是零。而市场不可能是为了增加交易费用，因而市场就是要减低交易费用。那市场减低了什么

交易费用呢？我们到市场看一看，那里有律师，有警察，有公安，有运输。而这些全部都是交易费

用。那市场减低了什么交易费用呢？这个问题在我头脑中，挥之不去。断断续续，我想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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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我想到答案之所在。市场是为了降低租值消散！市价是竞争的准则，而竞争的准则还

有很多选择，譬如排队，又譬如讲武力。而市价的特殊性在于它需要多种制度合约的配合。市场

需要律师、法庭、警察、保安。我们花费那么多，就是为了维持市价。如果不用市价，而去搞人际关

系，那就引发了租值消散。其他任何的竞争准则，都会引起租值消散。市价是唯一的。但是，如果

你用市价，你要花费很多相应的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在６０年代初横空出世，立刻变得大红大紫。就是因为这几篇分量很重的文章，

从不同的角度看交易费用。虽然后来我们发现这些文章都有错，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

文章另辟蹊径，带我们去看另外的一个世界。我１９６２年开始念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它对我

产生的震撼，无与伦比。我念了很多遍。那篇文章放在我口袋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我翻来覆

去地读，后来纸张都翻烂了。科斯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那时候所谓的外部性问题，有很多表述，

讨论不同种类的外部性。科斯说，这些都不对。他引入产权，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错归

错，但《社会成本问题》对我影响很大。斯蒂格勒的那篇文章是从信息方向去看交易费用的。虽然

类似的文章很早就有了，像科斯在１９３７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关于交易成本的问题，哈耶克

（ＦｒｅｉｄｒｉｃｈＨａｙｅｋ，１８９９—１９９２）１９４５年发表的那篇《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用途》，也都是从信息角

度看交易费用。但是这些是比较零碎的，包括最重要的那篇，即奈特（ＦｒａｎｋＫｎｉｇｈｔ，１８８５—１９７２）

１９２４年发表的《关于社会成本的质疑》。这些文章对我影响也很大，它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先声，

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一脉相承，但早期的这些文献比较零散。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则不一样。三

个大师一起大声疾呼交易费用，从多个角度、不同的背景关注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由此而生。

回过头来看，新制度经济学，跟旧的制度经济学不一样。旧的制度经济学，有两方面。一方面

是经济历史，第二方面就是教资本主义怎么好怎么不好，共产主义怎么好怎么不好，政府又怎么好

怎么不好。后者很荒谬，没有什么学问。我不反对有些项目交给政府做，并不是任何事情都要给

市场。有些事情需要政府介入，中国有很多这种例子。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资本主

义怎么好怎么不好，大都没有什么意义。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东西，什么贫富分化啦，什么市场失

灵啦。但是旧制度经济学的第一种，讲经济历史是好的，有价值。我认识的历史学者都学富五车。

我很欣赏从事历史研究的经济学者。他们有真功夫。现在有很多经济学者对经济历史一点都不

懂，博士生的训练中也不重视经济史，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

旧制度经济学消失，新制度经济学取而代之。其中主要的贡献，来自下面几个人。第一个是

戴维德（Ａａｒ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１９０１—２００４）。戴维德跟你们很有关系。你们现在新成立的中心叫科斯

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法律经济学可不是科斯首创的，也不是阿尔钦，更不是我张五常。法律经

济学的创始人，肯定是戴维德。他是法律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戴维德是弗里德曼的大舅子，是芝

加哥学派的元老。他一生不写文章，家里没有电视，穿来穿去的都是一套西装。他对我的影响非

常大。弗里德曼也深受他的影响。弗里德曼和我说过很多次，说他从来都没想过自己可以比得上

戴维德。在弗里德曼的心目中，戴维德就是有这么高的地位。法律经济学是他首先搞出来的。科

斯１９５９年发表的ＦＣＣ文章，和１９６０年《社会成本问题》那篇文章都是在《法律经济学杂志》上发表

的。戴维德是《法律经济学杂志》的创刊人。没有戴维德，哪来的科斯呢？戴维德活到１０４岁才去

世。他是大思想家，排第一位的。

下面讲几个插曲，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戴维德。我刚刚提到了我那篇讲合约选择的文章。我去

芝加哥大学讲那篇文章的时候，是１９６８年。我就只开始讲了几句，后面就轮不到我说话了。所有

人都加入了讨论，有人骂我，也有人支持我，吵了两个小时。但是在这两个小时里，我一句话也没

有讲。有人说我错，有人说我对。戴维德就坐前面，他隔壁坐的是科斯，第一排就他们两个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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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经常看看我，面带笑容，而一句话也不说。吵了两个多小时后，就结束了。隔了一天，我在教

师餐厅吃中饭的时候，戴维德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他是前辈，站在我面前，我马上很恭敬地站起

来。他对我说：“你昨天那篇文章是我几年来听过的最重要的文章。”然后转身就走了，离开了我。

我站在那里，忍不住热泪盈眶。这就是戴维德。

可是那篇文章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把卸责和其他一些无从观察的术语引入新制度经济学。

当时，那篇文章的思路非常新。我手上拿着那几张纸———就是不同的合约———放在我面前。这些

不是虚构的合约，而是真实世界里面的真合约。它们是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农民手上抄过来

的。不同种类的合约，我觉得效果都一样，至少差不多一样。地主为什么选这种不选那种呢？这

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为此苦思冥想，废寝忘食。戴维德的一句赞扬，让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付出

都值了。

很多人说我的佃农理论是来自科斯的影响。这不对。科斯对我的确影响很大，但影响我佃农

理论的是戴维德。我是从戴维德捆绑销售的口述史中悟出来的。１９６３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到芝加

哥，听阿尔钦说过戴维德关于捆绑销售的观点。我当时好几晚睡不着觉，因为这个问题十分有趣

而费解。什么是捆绑销售呢？万国商业机器ＩＢＭ，出租电脑。除了租电脑外，客户要买它的卡纸。

那卡纸上打了洞，传递用的。现在早就不用卡纸了。可是那时候电脑要用卡纸。ＩＢＭ规定客户一

定要买它的卡纸。政府指责ＩＢＭ把电脑专利权延伸到卡纸那边去。当时，只有ＩＢＭ生产电脑，而

好多家企业提供卡纸。戴维德不同意这个指责。但是怎么解释卡纸和电脑捆绑在一起销售呢？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戴维德怎么解释呢？他的想法非常精彩。为什么ＩＢＭ要求客户一定买它的卡纸？虽然电脑

的卡纸到处都买得到的，但是ＩＢＭ说一定要买它的，不能买别的，而它的稍微贵一点。一般人说

ＩＢＭ要把电脑的专利延伸到卡纸上面去。为什么这样子捆绑呢？戴维德的解释分两部分。第一

部分是天才之作。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从ＩＢＭ买卡纸，ＩＢＭ能从你用它的卡纸的数量，来量度你

使用电脑的频率。我觉得他这么说是天才之笔。你租我电脑，我逼你要用我的卡纸。你买的卡纸

多，我就知道你用我电脑用得多。戴维德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天才的想法。

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呢？戴维德说是因为价格分歧。你用卡纸多，每张纸我收多点钱，那你电

脑租金不就贵了吗？月租两个机器都一样，但你卡纸用得多了之后，你每张卡纸我多赚你一点点

钱，那不是等于你用卡纸多你就付多的租金给我吗？戴维德认为这是捆绑销售的原因。第一个他

的解释，用卡纸的量度量电脑的使用频率，是对的。第二个答案，说是因为价格分歧（ｐｒｉｃ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我不同意。很多年后戴维德问我，怎么看他的解释。我直话直说。靠卡纸的消费

量来度量电脑使用频率，的确是天才的想法。但是价格分歧是错的。为什么错呢？比如说你买一

个苹果，一块钱。我买个苹果，也是一块钱。你吃了五口，把剩下的苹果给扔了。我吃了十口，才

扔。那我每一口的价钱，就等于你的一半。那你付的价格不是贵了我一倍吗？如果这样算的话，

价格分歧到处都是。听完我的解释，戴维德说：“你说的对。我一直都觉得价格分歧这个说法有些

不对劲。可是，不知道错在哪里。”我说应该把捆绑销售看作是维修保养的合约。那个时候ＩＢＭ不

准你自己找人维修租用的电脑。它提供担保，负责维修。如果电脑坏了，客户打个电话，ＩＢＭ马上

就派人过去。他们包维修保养。电脑用得多，维修费用就高。所以，通过卖卡纸给客户，ＩＭＢ就征

收了维修费用。捆绑销售就算是维修保养合约。这到底对不对，起码我有一个解释。后来，我没

有再继续跟进。

总的来说，我的佃农理论的起因不是科斯定律。科斯对我的影响深远，绝无疑问。但是我佃

农理论的构思，来自戴维德的捆绑销售。因为他说，捆绑销售的合同有结构性，不是一个简单的价

·４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格合约。租电脑看似简单，但卡纸也包含在内。整个合约的精彩就在卡纸上。从中，你可以看到

整个合约的结构性。等到我写佃农理论的时候，我不得不从结构上去想。因为分成合约里没有租

金，也就没有价格。合同一定有结构性。所以合约的结构是由我首先推出来的。其实戴维德比我

更早。所以讲新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离不开法律经济学。而法律经济学是戴维德开始的。不

是波斯纳（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ｏｓｎｅｒ），也不是科斯。

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号重要人物是戴维德，那第二号人物就非我的老师阿尔钦莫属。

可惜阿师没有把他重要的思想写下来，至少写得不够清楚。阿尔钦把竞争跟产权挂钩，把市价跟

竞争挂钩，都是天来之作。评价用价格来决定胜负的竞争的准则，他说，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该

怎么决定更重要。价格决定谁胜谁负。阿师的这些想法，在课堂上讲授给了他的学生。可惜，与

戴维德一样，他没有把他的思想仔细地写下来。他们都开创了各自的口述传统。我当时坐在他的

课堂上听，我多次从头到尾旁听他的价格理论，不断地听，然后跟他讨论。我的经济学就是这样学

来的。我的很多想法也是从阿师那里得来的。

第三个人物就是科斯。科斯１９３７年写的那篇《公司的性质》开新制度经济学之先声，后来对

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至深至远。但是他对产权的分析，在阿尔钦之后。阿尔钦在产权方面有很多

想法。他在课堂上讲来讲去，但是不敌科斯说的一句话。科斯说，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条件。科斯也很幸运，他考虑产权的时候，是在研究音波频率。而音波频率看不见，摸不着。如果

你看到的是一块地，一群耕牛，你很难想到权利界定。但是音波频率方面呢，没有任何外观的物理

特征，如果不界定，是不行的。科斯的伟大，就是他的坚持。科斯一旦认准一个问题，从不肯放手。

他的顽固很恐怖。他从不轻言放弃，考虑问题周全而缜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这就是我知道的

科斯。我正好相反。我是快刀手，思绪飘逸，转来转去，天旋地转。科斯不是这样子的。他想到一

个问题，绝不放手。他想问题，夜以继日令人佩服。

下面接着就该讲戴姆塞茨了。受科斯的启发，戴姆塞茨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写了几篇好文章：

“Ｔｏｗａｒｄ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１９６７），“Ｗｈ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１９６８），“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ｏｔｈｅｒ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１９６９）。后来，我对戴姆塞茨的贡献蛮失望的。他很少从事经

验研究，讲来讲去都是讲什么好，什么不好。后来经济学家笼统地认为，政府做什么都是不好，而

市场做什么都好。这么空洞的说法没什么意思。

再接着就是威廉姆森了，他创造了很多术语，从机会主义（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到资本独特性（ａｓｓ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这里，我又要提到克莱因的那篇文章———阿尔钦也有份，第三个作者是罗伯特·Ｇ．

克劳福德（ＲｏｂｅｒｔＧ．Ｃｒａｗｆｏｒｄ）。他们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几次传文稿给我。从开始我就反对

这篇文章，它代表了新制度经济学很糟糕的一个发展。那篇文章里面提到勒索的问题和恐吓的问

题。我在１９６９年的文章《合约的选择》里写到卸责。跟着，１９７２年阿尔钦和戴姆塞茨，就以卸责为

主题写了篇ＡＥＲ文章。其实卸责和恐吓是类似的。说到恐吓、勒索这方面，克莱因他们那篇文章

怎么说呢？在早期的文稿中，他们说有家石油公司，输油管是自己建，租运别人的油船。他们的解

释是输油管有很高的资本特殊性。如果不是自建的输油管，一旦建成后，租用方不续租的话，问题

就大了：因为输油管是固定的；而油船不是固定的，没有位子的问题。所以炼油厂要租运油船，建

自己的输油管。我当时是美国６家石油公司的顾问，很熟悉他们的情况。我就写了一封信，告诉

他们，情况不是这样的。所有的大石油公司都有自己的运油船。而且，租用运油管很普遍。这跟

他们说的正好相反。然后呢，他们在下一版的文稿中就把那个例子给划掉了，而没有改变任何理

论。这不是做学问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我反对用勒索、卸责来解释经济问题。从本质上说，这些

都是看不到的东西。你怎么知道我勒索呢？你又如何验证呢？接着就发展到威廉姆森的机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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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这是１９７５年的事情。全部都是那些看不见的术语。跟着就是博弈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

始，新制度经济学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一直到今天，输得一败涂地。

以我来看，新制度经济学下面的发展要走回头路，回到交易费用上。交易费用最重要。科斯

是领军人物。现在的挑战是，怎么把交易费用放到制度分析里面去？交易费用起码在原则上是存

在的，它真有其事，原则上是可以处理的。

我下面说一说我处理交易费用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外面的世界很复杂，我们的理论要简单。

第一，需求定律。经济分析不可以没有需求定律。没有需求定律就没有经济学。也就是说物价下

降，需求量弊端上升。第二，成本的概念。成本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不可或缺。第三，竞争。就

是这三个概念是必需的。其他很多东西都可要可不要。什么生产函数、效用函数都可以不要。把

这些看不见、无从观察的术语去掉，经济学会简单很多，而且有想象不到的解释力。

更困难的挑战是如何把交易费用加进去。我的选择是，当把交易费用加进去的时候，一定要

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我个人认为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经济学要解释行为，解释经

济现象，必须牵涉到制度。社会总是多个人组成的，一个人那就不是社会了。社会必定有制度。

在社会里，权利需要界定。产权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里。所谓制度经济学，就是研

究社会的经济学，社会不是鲁滨逊的世界。传统的马歇尔（Ａｌｆｒｅｄ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８４２—１９２４）的处理方

法不讲交易费用。马歇尔用长线短线来分析，撇开了交易费用。但是科斯说，我们不能避免交易

费用。怎么能避免呢？你既然不能避免，就要把它放进分析框架中去。怎么放呢？你一定要想办

法，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戴姆塞茨说，有了交易费用，任何制度都可能是帕累托最优，但是这样

的说法解释不了什么东西。如果你要解释，你一定要做到一个能够被事实推翻的假说。说到新制

度经济学，我们要明确，经济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交易费用也不可或缺。而制度的重要，是因为我

们生活在社会中。就是说，鲁滨逊一个人的世界我没兴趣。

社会中必有竞争。我们面对竞争这个局限，怎么加交易费呢？我认为，对于复杂的理论，很难

把交易费用加上去。我不是没有学过复杂的理论。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复杂理论我永远都考第

一。那些理论看上去，很科学，有模型，用数学。但是没有什么用。因为复杂理论中，你很难把交

易费用加进去。如果能放进去，就会非常漂亮。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投入少，回报

率高。第一篇是《蜜蜂的神话》（Ｆａｂｌ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ｅｓ）。科斯很喜欢那篇文章。而那篇文章我只花了

３个月就完成了，相当于天才的水平。从去蜂园去找资料，到写好交出去，也不过３个月的时间。

我写第二篇，所花时间更短，不到两个星期，这就是《座位票价》。你们是不是觉得好的座位，通常

是先卖光的。次级的票呢，通常都会有空位。这问题就是说，好的座位它的价格是偏低的。这不

太适用于国内的情况。因为好的音乐会，高的票价都是用来送礼的。既然是送礼的票价就订得很

高。这是另外一种现象。可是在国外呢，送礼的情况不多。好的位子的票价是偏低的。它当然是

比差的位子要贵，但是它价钱还是偏低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的解释很简单。因为贵的票先卖光了那边就没有空位了。那么买便宜位子的人，在开场

以后，就不会去抢那些空的而价格贵的位子。也就是说，好的座位定价偏低，是为了防止这个问

题。它的位子都卖光了，没有空的让便宜位子的人去坐。因为座位监管有费用，观众买便宜的

票而想要去坐贵的位子，这就存在监管费用，这就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假如贵的位子先坐满了，

那就省了监管费用。这个解释很简单。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怎么去验证呢？我就花时间在电

影院、剧场，到处看。结果，我的推测是对的。我的这篇文章后来被人引申，去解释什么效率工

资，也因此而拿了诺贝尔奖。其实他们误解了我。我是说，交易费用包括监管费用、量度费用

等，是可以分析的。这样的经济学很有趣。假如大家读我现在刚出版的《经济解释》，很厚的那

·６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本书，里面来来去去都是这些有趣的解释，都是用不变的价格理论，解释变化无穷的外在世界。

在写《经济解释》的时候，很可惜，有些内容我不敢写进去。譬如说拍卖行，还有一些欺骗行

为。我只要写进去，一定被别人告，打官司就麻烦了。但是，这些现象很有趣。我的理论可以解释

收藏品市场。出土文物的市场，假如你不研究交易费用，你没有办法能够解释这些交易。一旦引

进交易费用来解释这些市场的话，非常精彩，譬如我推出的玉石定律、仓库理论、收藏定律等。大

家顺着这个路走下去，还可以演绎出更多更漂亮的理论。总之，一旦我们引进交易费用，也就是一

个人的世界不存在的费用，那么就有很多精彩的理论。这才应该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点所在。所

以我希望你们成立的科斯法律经济学中心搞这个，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谢谢。

【会场提问一】张教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您还记得１９６９年您和科斯在加拿大参加的那

个有关渔业的会议吗？当时有个学者提出，如果整个海洋都是一个人拥有，那么鱼会是一个垄断

价格，对不对？我想问的问题是，您当时是怎么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科斯想了两个月才

肯定说您是对的？

【回答】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有趣的故事，我还是要讲一讲。那次会议是在加拿大温哥华，ＵＢ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时间是１９６９年春天。科斯和我都收到了邀请，去参加在那里

召开的渔业会议。科斯被邀请，因为他是大师。我被邀请呢，因为我写了《佃农理论》，而渔业里经

常使用分层合约。为了参加这个会议，我先做了一些准备。我在图书馆把渔业的书都借出来了。

科斯后来打来电话说，图书馆说那方面的书统统被你借光了，没有了。他又把我借出来的书拿了

几本回去看。我是坐飞机去的，科斯不喜欢坐飞机，他坐火车去的。参会的是一大堆渔业专家，我

跟科斯两个都不懂渔业。会议在一个宽敞的房间里，望出去对面是雪山，下面是海，风景一百分。

当场真的是有很多渔业专家在，突然有一个人说，哎呀，下面有一条渔船。大家都围过去看渔船。

我就跟科斯说，如果这些专家从来都没看过渔船，我们不用担心。如果我们不懂渔业，而那些渔业

专家连渔船都没见过（全场笑）。这时，有个人就说了公海这么大，界定私产呢，需要一个人占有那

些游来游去的鱼。假如公海是私有的，那些鱼的价钱，一定是垄断价格。因此公海要界定为私产

是不对的。我就马上反驳说，假如全世界农地都给了我张五常，我一定租出去给不同的农民耕种。

那些农民种的东西一定在竞争价格下销售。虽然所有的地是我的，但是农产品价格依旧是竞争价

格，不能随便加价。科斯马上说：“你对，你对。”我当然对了，没有什么奇怪。隔了一天，他又说：

“你对。”我问他：“我什么地方对？”他说：“农产品的价格，你说得对。”这就是科斯。两个月后，他还

在说：“你对，你对。”我问他：“我对什么？”他说是农产品的价格。他就是不放手的一个人。但是我

出名的快，快的不得了。当年在ＵＣＬＡ他们说，我在腰上就开枪了，但是从腰上射击，端枪就不是

那么准。如果我开枪时，是把枪提高一点，我就又快又准。

【会场提问二】张教授您好，很荣幸能听您的演讲。有一个问题请教您。您在１９８２年写了

一篇文章《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对外交往比较少。在撰写这篇文章

之前，您有过一次短暂的广州之行。这么短的时间内，您是基于何种判断做出了上述肯定的回

答的？

【回答】这个推断很重要。你要知道，假如我当年说错话，我就身败名裂了。但是，你不可以

说中国可能会走向资本主义。任何假说，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你一定要肯定，或者否定。你不肯定的话，

你不可能错。你说这种可能，那种可能，有什么用呢。我那本书的逻辑是很清楚的：信息费用

降低，中国走出社会主义；大量合同工出现，中国改革没有回头路。所以我说中国一定会走资本

主义道路。这是一定的。有什么选择呢。这是根据我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推出来的，逻辑严谨

而完整。巴塞尔（ＹｏｒａｍＢａｒｚｅｌ，１９３１—　）当年说，我不同意你的结论，但是你的理论，一点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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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不发表真的很可惜。假如我当年说的是“中国可能走向资本主义”，那就是没有理论的，

没有假说了。

因为这个推断，我当时饱受经济学大家的批评和指责。芝加哥的舒尔茨（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Ｓｃｈｕｌｔｚ，

１９０２—１９９８）———他在此前刚获得诺贝尔奖———看到我的文章后写了封信来骂我。他的那封信我还

保存着。他的信很不客气，他批评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预测可不是经济学者的分内之事。贝克

尔也说我错。他比较客气，不是直接说我错，而是委婉地说：“你是全世界最乐观的人！”诺斯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Ｎｏｒｔｈ，１９２０—　）也说我错。这些人都是拿过诺贝尔奖的。但是，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不

从事经济解释。他们的经济分析，不考虑交易费用，没有制度。这样的经济理论怎么会有解释力？

只有巴塞尔他还没拿过诺贝尔奖，说我对，完全对，我的文章得一百分。但他也不同意我的结论。

但他说：“你的理论一百分。你没有理由不发表这篇文章。”我于是就发表了。

现在看来，我全对。如果你们回去重读我那篇文章，你们会发现我连细节都是对的。假如当

年不是这么多人骂我，我还可以推得更精彩一些。到１９８４年的时候，文章出新版，我说中国没有

回头路走了。为什么？因为有大量合同工的出现。走回头路的成本太高，没得走了。当我强调中

国不可能走回头路时，又被人家骂。但是，我的理论就是这么明确告诉我的，我该怎么办呢？苹果

从树上掉下来，一定落在地上。怎么没有人骂这种推断呢？只要苹果离开了树枝，它一定下落，不

会再回到树枝上，我说中国不会走回头路，在我看来，这两个推断是一样的。我１９８４年说得清清

楚楚，因为有合同工的出现，中国改革没有回头路了。这是我用经济学解释为什么工人那么重要。

好的经济学有很强的解释能力。现在流行的经济学几乎没有解释力。大家受这些经济学的影响，

习以为常，看到我的推断，反而不接受，还批评我。我希望你们搞的法律经济学，是好的经济学，能

解释现象的经济学，你们一定要朝这个方向走。中国这么多人才，那么多聪明学生，一定可以发展

好的经济学。你们不要相信那些“黑板经济学”，搞来搞去，没有一点解释现象的能力。

我夸口讲一讲，我当年写下的英文文章，１０篇里有８篇还存在，被人引用讨论。美国大学现在

的研究生读物表中，还有我的文章。因为我的文章有趣，有解释力。就像我写的《座位票价》《蜜蜂

的神话》，都很有趣。做学问要诚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顺便讲一个我个人求学过程中

的大转折，对你们应该有启发。

我在ＵＣＬＡ拿了博士以后，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一年。那是１９６９年，我认为我是正规价格理论

的专家。那时候学界前辈也都这么重视我。哈利·约翰逊（Ｈａｒｒｙ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２３—１９７７）甚至说我

是天才。科斯最喜欢我。在开完那个渔业会议后，我开车送他去西雅图。我那时候已经决定要去

西雅图了，科斯想留我在芝加哥。他说：“你将会是另外一个马歇尔。”这是很高的评价！所以你能

想到，我当时已经有这样子的背景。可是，我１９６９年回香港去市场看工厂，我完全不晓得发生了

什么事。我完全不明白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你们不可以想象一个物理学教授，看到日常生活中的

物理现象，完全不能解释，束手无策。我在芝加哥大学，被他们捧为一颗学术新星，说我是将来的

马歇尔，另外一个塞缪尔森（Ｐａｕｌ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１５—２００９）。但我看到那些经济现象，完全不明白

是怎么回事。这个震撼令我寝食不安。我当时就觉得要么就放弃经济学，另谋职业，要不然就要

改革经济学，建立能解释现象的新理论。从此，我很重视现象的细节，注重事实。看不到的东西，

我没有兴趣。我抛弃那些图表、方程式和数据，远离“黑板经济学”，扎扎实实地走向现实世界。然

后，我发现必须简化复杂理论。这个世界这么复杂，你不可能用复杂的理论去解释复杂的世界。

你一定要把它简化。所以我的《经济解释》里面的理论很简单，但是变化非常多。经济学者要常常

在外面看，政府那些资料只能做参考，否则，看了也没有用。

经济学家要自己跑工厂，到市场上去观察。从象牙塔出来，步入真实世界，是一个挑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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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和调整。一旦你看到真实世界，你不会走回头路的。象牙塔中的很多人批评我，说我不务正

业，放弃学术，那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科斯推崇的“好的经济学”，他们没有见识过什么是有解释力

的新制度经济学。我１９７５年开始研究玉石市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研究国内的出土文物。我到

处跑工厂，在市场上走来走去，在街头巷尾问来问去。不谙此道的人批评我放弃学术。其实我是

在从事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了解真实世界，别无他途。你要明白那些古董、出土文物的价格，你

不到街边去看去问，你怎么学得到呢？你看那些古董书，１０本有９本都是以讹传讹，不知所云。

我自己看古董、追踪文物这么多年，我的文物收藏相当可观。我计划把我的收藏捐给一个博物

馆，所售的门票收入捐出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小朋友，让他们安心读书。对博物馆，我有一个基本条

件，我的收藏品不要请专家鉴定。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这个世界哪有什么专家？中国现在突然

出现了几千家拍卖行，每一家拍卖行都有十几个专家。哪会无端端出现这么多专家？我在《经济解

释》里面提到，考察信息费用，要以物为本。那些所谓信息不对称，是以人为本。就是说，甲比乙知

道得多。我喜欢走以物为本之路。你要研究玉石、古董，你到玉石、古董市场去看。开始的时候，

看不懂。这没有关系。日积月累，才有进步。学一门手艺、做学问都是一样的道理。而且，你很快

发现，真实世界，缤纷杂乱，但背后有简单的规律。好的经济学是一门既有趣又有用的学问。

【会场提问三】张教授您好，我觉得您是最赞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最好的投资家。所以想问

一下，您有没有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投资），然后最近市场的表现您是如何看待呢？您是如何看

待现在推行的这种注册制改革，以及中国未来证券市场的发展的呢？

【回答】我没有投资证券市场，原因有两个。你要投资那些东西，你必须去做研究，要去找相关

的信息。我没兴趣做这些事情。第二，即使我想找这些信息，我也比不上那些有钱人厉害。这些

人有很多内幕消息。我也没什么兴趣得到这种内幕消息。

但是关于收藏品，能不能赚到钱啊，我的答案是，当然可以。但是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

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我看好中国，看准了中国的收藏品价格一定上升。但是我还是做错了

一些事。我看到日本经济上升的时候，他们把法国的印象派炒起来了。我以为中国也有这么一

天。我于是买了一些法国印象派的作品。谁知道中国人对印象派没兴趣。为什么日本人有兴

趣呢？后来我意识到，因为日本人自己本身没有文化传统。而中国自己本身有文化传统，有悠

久的历史。后来我也买了一些中国的文物，当然是买中了，都买中了，而且很准。但是印象派这

方面呢，我就错了。不过，最近中国人又开始对印象派感兴趣。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印象派开始

在中国市场有前途了。可惜，那些我当年买的印象派呢，现在都想不起来放在什么地方了。收

藏很好玩，不管你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其中免不了运气的成分。譬如我在替一个基金投资的时

候，我是看好中国的。我和一些朋友合股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投资房地产，输得精光。你跟

着人家一起玩的时候，你自己没有控制权的话，就很麻烦。所以我情愿玩小一点，自己有控制

权。一旦有控制权，你自己会对自己的钱负责。你投资时很谨慎，而且同样的错误不会重犯。

这些学习的过程，累积知识的过程应该是最有趣的。现在国内很多出土文物不准拍卖，但国外

都已经开始拍了。总有一天，国内也可以拍卖出土文物。这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你拿十

件不同的文物放在那边，各自有价。你叫我把它们排列，看哪一样文物的回报率是高的。把这

十样文物按回报率的高低排序，和其他专家来ＰＫ，我认为我赢的概率要比他们高。我比他们排

得准，不是说我不错。因为有经济理论的帮助，我会比他们准确。这不是很有趣吗？所以，好的

经济学又好玩又有用。

（责任编辑：黄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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